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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污名的社会建构 

—以浙江省城市低保家庭调查为例的研究 

祝建华    林闽钢 

摘要：本文首先通过对国外福利污名缘起的追溯，对已有福利污名研究存在的分歧的梳理来提出我国福利污名

的研究，同时主要通过对浙江省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调查，分析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福利污名的表现和

影响因素，初步探讨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福利污名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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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福利污名的理论和研究分歧 

污名（stigma）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原意是指烙铁或尖锐器具在身体上所造成的伤痕或印记。在古希腊，刺青或是烙

印是专用在牛羊和奴隶身上的，表明这些都是贵族各自认定所属的低等物品。 

1963年，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E.Goffman）首先使污名概念化，戈夫曼在其《污名：受损身份的诠释》一书中，他给出的

定义是：当一个陌生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他所具有的特质（attribute）使得他不同于其他人，而这特质使得他被归类到坏的、

危险的、虚弱的类群时，他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就会从一个完整的普通人被减损为一个玷污的、被贬损的人。当这个特质使得拥

有它的人遭到贬抑的影响越大，则这类特质就是一种污名，有时它又被称为失败、缺点或障碍。 

此后的四十多年来，各流派的学者以戈夫曼对污名的定义为起点，进行了大量有关污名和歧视的研究，所形成的污名理论

进一步解释污名所带来的问题及人们应对污名的手段。其中，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最为人们所关注。从总体上看，心理学关

注的是污名的认知和动机模式，而社会学则把它放置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背景水平上去理解和关注。在分析维

度上，社会学进一步将之区分为个体层面污名和制度层面污名。从这两个维度出发，污名化既可来自于动机，也可来自于对现

有状态的调整和合理化。从目前研究的趋势来看，在现已形成的领域中，污名概念逐渐从个体化走向了群际化，从认知化到系

统和制度化。 

福利污名（welfare stigma）研究一直是社会政策的焦点问题，但研究上存在有许多分歧。 

福利污名通常被认为是社会救助遵循了选择性原则的结果。在这一原则下，受益资格是通过对个人需要的调查，主要是依

靠家计调查（household means tests）来确定的，而正是家计调查被认为造成了福利污名，“由于太多人坚信家计调查的污名

效应的假设以至于它几乎成了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事实”。在欧洲，许多关于社会保障中的家计调查问题，往往都集中在污

名这个问题上，同时，家计调查型的福利项目也常常被认为是带有侮辱性的，福利污名常常被认为是家计调查建构的结果。 

但也有许多研究和调查表明：福利污名与家计调查制度无关，家计调查本身不是激怒公共援助的对象的主要原因，而福利

污名主要与家计调查的实施有关，提出要区分“作为分配原则的家计调查”和“作为家计调查的实际管理”。 

从实施对象来看，家计调查通常应用于那些非主流群体，他们在申请时就处在弱势的状态，就家计调查的本质而言，把社

会分为施予者和接受者这两个不同的群体，不利于社会整合，这成为形成福利污名的直接原因。卡恩（Kahn）认为：污名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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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常被认为是家计调查的结果，是因为家计调查通常针对的是社会不受欢迎的群体，而这些人可能在申请救助之前就已经有

受辱感了。 

还有研究认为：造成污名感更多的问题可能是出现在家庭调查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操作方式上，很多时候甚至和工作人员的

素质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友好的工作程序、工作人员和工作机构都是造成污名的重要原因。从领取率来看，英国有 15-20%平

民家庭没有领取，瑞典的比率可能和英国相当，德国的比例的为 40-50%家庭没有领取。领取率的高低的研究结果显示与结构有

关，即英国的社会救助体系的体制结构比德国和瑞典给领取者带来的阻碍相对较少。总之，社会救助的程序和机构是否友好也

被认为是污名成因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各国的比较来看，在美国，同样需要面对家计调查，但大学生这一群体在申请经济救助时很少有受辱感；在新西兰，家

计调查不但与污名不存在关系，相反，它是以资源分配给有需要的人这种方式而与公平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福利污名与家

计调查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关系。 

多年以来，有关福利污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还刚起步。因

此，本文聚焦的问题是：在中国城市低收入家庭中，福利污名的表现和影响因素，并对成因进行初步探讨。 

二、城市低保家庭与福利污名的社会建构 

本文的研究资料来自于 2008 年 3月对浙江省进行的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问卷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法，从浙江省抽取

4 个城市，分别为杭州、宁波、衢州和湖州，调查人数比例分别为 35.6%，21.1%，28.0%，15.4%。然后从 4 个城市中抽取 4 个

城区，再从四个城区中抽取 19个街道，从 19个街道中抽取 69个社区，根据社区低保家庭的总名单，最后抽取低保家庭，并从

每户家庭中抽取一人作为调查对象。考虑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居民文化程度高低不同，故采用结构式访谈的问卷调查，

一共发放问卷 561 份，回收问卷 561 份，剔除废卷 7 份，回收有效问卷 554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8.75%。调查对象男性比例

为 58.8%，女性为 41.2%；文化程度上，“小学及以下”比例为 42.1%，“初中”为 41.5%，“高中及中专”为 14.8%，“大专及

以上”为 1.6%；年龄层次上，30 岁以下为 3.6%，31-39 岁比例为 5.8%，40-49 岁为 33.2%，50-59 岁比例为 29.4%，60 岁及以

上为 27.6%；从就业情况来看，下岗失业和身体良好无业的人员为 51.6%，身体病残无业为 24.0%，另外还包括 6.7%的打零工人

员和 1.6%的归正无业人员；家庭规模上，1人家庭 23.3%，2人家庭 28.9%，3人家庭 37.5%，还包括少量 4人及以上家庭；家庭

结构上，以 1代家庭（31.6%）和 2代家庭（61.0%）居多，还有少量 3代以上家庭。 

（一）城市低保申领程序的严格与低保对象领取救助心情高兴的反差 

我国城市低保家庭申领程序是复杂和严格的，申请程序是：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按属地管理原则，以家

庭为单位，向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镇（乡）人民政府或受委托的社区居委会提出书面申请，街道办事处、镇（乡）人民

政府对申请人所提供的材料进行初步审核，基本符合保障条件的，发给《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批表》。申请人在填写

《申批表》后，由街道办事处、镇（乡）人民政府送交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在接到《审批表》五个工作日内采取

张榜公布的形式，征求群众意见，并及时将收集的群众意见和了解的情况上报街道办事处、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镇（乡）人民政府应及时对申请人家庭生活水平和收入情况以及有关证明材料进行调查核实。调查核实工作应在收到社区居民

委员会上报《审批表》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调查审核完毕，并张榜公布初审结果，同时将有关材料和初审意见报送县（区）民

政局。县（区）民政局应对街道办事处、镇（乡）人民政府上报的初审材料进行全面审查并在五个工作日内做出批准或不予批

准的决定。 

为提高低保制度目标定位的效率，许多地方政府采取民主评议以及张榜公示的做法。民主评议主要由低保制度的基层管理

机构组织进行民主评议会，主要在社区组织进行。民主评议会的组成人员一般是社区居委会半数以上的工作人员，民政联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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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辖区的居民代表。民主评议的时间很多地方有些细微差别，一般一季度一次。主要是以已经纳入低保救助的对象以及申请

低保救助的困难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为依据，对这些家庭的收支等方面进行全面评议，看其人均收入水平是否低于该辖区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看其日常平均支出水平、生活水平是否高于辖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民主评议的程序一般首先由社区居委会指

定一名代理人介绍原有低保对象的基本情况，并通报本社区拟定退出低保人员的名单及理由，同时社区小组长介绍申请纳入低

保救助的困难群众的家庭情况，供群众代表民主评议，最后无记名投票表决。 

民主评议的方式被认为有效弥补了以家计调查为基础的目标定位方式的缺陷和不足，尤其是对清退由于生活水平提高而不

再符合低保救助条件的居民起到了较好作用。但低保申请程序政策要求定期核实申请人的家庭收入情况，并在街道社区公示，

而部分群体并不愿意将自己的家庭贫困的现实展示在公众面前，因此会存在阻止符合条件而急需救助的家庭不主动申请低保救

助的现象，也会造成城市低保救助对象或者潜在的低保救助对象在申请和领取领低保救助过程中的受辱心态。 

在调查中询问了低保对象申请或领取低保金的心情，调查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 503名低保对象中，只有 15.9%的人“感到

难为情”，有 59.4%的人“感到很高兴”，“心态平静”的比例为 9.5%，“觉得应该，是公民的权利”的比例为 3.2%。形成城

市低保申领程序的严格与低保对象领取救助心情高兴的反差。 

（二）福利污名形成的因素分析 

在引入年龄、性别、民族、政治面貌等变量以后，发现低保对象领取低保金的心情并无显著性差异，但在控制文化程度变

量以后，低保对象领取低保金的心情呈现显著性差异，如表 1。本研究进一步引入性别、年龄、就业状况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差异性并没消失，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低保对象的污名感与文化程度有一定的关系，从表 1 的数据显示，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污

名感相对强。 

 

除了文化程度这个影响因素以外，为了进一步分析城市低保制度在实践过程中的污名感问题，本研究选取了以下几个因素

作为多因素方差分析的自变量：居住地、性别、政治面貌、婚姻状况、主要经济来源、住院或手术、慢性病情况、年龄、子女

教育状况、就业状况、消费支出、住房面积、领取低保年数，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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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方差分析的因变量为“污名感”变量。其中，居住地、性别、政治面貌、婚姻状况、主要经济来源、住院或动手术、

慢性病情况、子女教育状况、就业状况等变量本身即为分类变量，直接用原始数据进行分析，年龄、消费支出、住房面积、领

取低保年数等变量经过变量转换处理，转换成为分类变量。因变量“污名感”通过赋值处理，转化为定比变量。 

从表 2 的多因素方差分析表可知，整体模型达到显著性水平。其中，居住地、子女教育状况的主效应达显著水平。居住地

影响城市贫困居民在申请低保过程中的污名感，主要是和地方经济发展程度有关系。在调查的 4个城市中，杭州市是省会城市，

经济发展水平居于上游，宁波市同样是副省级的城市，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在一定城市上甚至超过了杭州市，而

湖州市的经济发展居中，衢州是这次调查中经济最不发达的城市。在这次调查中，宁波市是调查的 4 个城市中经济发展程度最

高的城市，其生活水平也较高，其低保救助标准比浙江省的省会城市杭州还要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讲，发达地区的城市贫

困居民，其在申请低保救助过程中的污名感相对要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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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教育状况”这个变量主要是描述申请低保救助的贫困对象是否有子女在学校上学。多因素方差分析显示，是否有子

女在学校上学直接影响了城市贫困居民申请低保救助过程中的污名感。如果有子女在学校上学，其父母在一定程度上要顾及到

子女的自尊心，不希望子女在学校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差而遭受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因此，这类贫困居民在申请低保救助过程中

就更容易产生污名感。 

进而，将变量“有无子女上学”与“申请领取低保时的心情”进行相关分析，并进行卡方检验，如表 3 所示，“有无子女

上学”与“申请领取低保时的心情”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三、城市低保家庭中福利污名社会建构探析 

从城市低保申领程序的严格与低保对象领取救助心情高兴的反差，可以看出城市低保家庭污名感的表现是与预料的结果相

反，对于这一现象，本文认为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在经济发达地方，低保的含金量陡升导致申请者的污名感降低。城市贫困家庭在获取低保资格以后，就会有一系列

的低保救助之外的其他补助。这些补助各个地方名目不一，补助的程度不同，涉及的领域包括生活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

住房救助等各个方面。这些附带福利，很大程度上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的低保制度设计。以调查中的杭州市下城区为例，城市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主要附带福利如表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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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福利项目涵盖了日常生活、教育、医疗、住房、司法等领域的救助，正是由于这些额外救助项目，使低保的含金量陡

然增高。在一些地方，尽管城市低保家庭每个月获取的补差的低保金救助较低，但是这些家庭在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所获

取的额外救助，满足了城市低保家庭多方面的需要，解决了低保家庭的实际困难。这些附带福利项目本身并不是低保制度的内

容，但是要享受到这些附带福利，首要的前提就是取得低保资格。低保资格的“门槛”意义就凸显出来。这就需要重新审视当

前的低保制度，对基本需要的满足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可以促进低保制度从单纯生活

救助型向“综合一分类”发展型的制度转变。 

第二，随着权利意识进一步增强，申请低保污名感减弱。生存权、受教育权、健康权、工作权、居住权以及资产拥有权是

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必须给予保障和满足。在低保制度出台之前，临时性的社会救济措施，从给予者角度而言，或多或少带

有恩赐与施舍的味道，从接受者角度而言，则带有感恩的性质。人们很难将这种基本生存权的保障看作自己的基本权利，公民

的权利意识并不很强。 

1999年颁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 15条规定：城市居民对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作出的不批准享受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减发、停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款物的决定或者给予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

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调查中还询问了低保救助对象如果申请低保没被批准是否会申诉的情况，调查数据显示，如果贫困家庭申请低保救助而没

有被批准的话，选择会向上级部门申诉的占了 60.7%。由此可见，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步增强，逐步意识到获取政府的救助是其享

有的正当权利，并通过各种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可以说这是对传统“施舍”和“感恩”心理的重大突破，城市居民权利意

识增强，也是申请低保救助时污名感减弱的原因之一。 

公民权利的增强以及低保救助及其相关配套的福利资源形成一种“拉力”，而贫困家庭自身的贫困状况和需求则成为一种

“推力”，这种“推一拉”的作用使得其在家计调查或者家计调查之前所可能存在的污名感大幅度的降低。而这种污名感的降

低，将会导致由于低保制度目标定位过程中的一些不友善工作程序所造成的对城市贫困家庭的制度排斥逐步消除，更多真正需

要得到低保救助的人能够主动申请低保救助。 

从影响福利污名的因数来看，低保对象的污名感与文化程度有一定的关系，调查结果显示文化程度较高的低保对象其污名

感较强，可能有更多的顾忌，更不愿意在公众面前展示出自己经济条件较差的社会角色地位，其在申领低保救助时的污名感就

更强。在自我角色认知与社会地位对比中建构了污名感。 

发达地区的城市贫困居民，在申请低保救助过程中的污名感相对要强一些。在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或城市，周围有更多的

富裕群体作为参照群体，贫困群体对其自身的贫困现状更为在意，其污名感更强。特别是“有无子女上学”与“申请领取低保

时的心情”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从父母的角度而言，不希望子女在学校由于家庭经济较差而产生自卑感。因此，这类贫困居

民在申请低保救助过程中就更容易产生污名感。 



 

 8 

作者简介：祝建华，男，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杭州 310023）；林闽钢，男，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

会保障系教授（南京 210093）。 

 


